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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晋子书之兼容趋向


王　琳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汉晋６００年间，子书著述的兼容性特征日趋明显，而魏晋２００年间尤为显著。此种趋向缘于子家创作
过程中学派意识的逐渐淡化，以及弥漫士林的以博涉为贵的治学风尚的推动。由此带来有关著述内容和风格的某

些变化，以杂取众家取代尊崇某家，治学不主常师，思想兼容并蓄，“思乐百氏，博采其珍”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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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至西汉各种思想间的排斥与吸纳

早在战国时期，某些学者在著述中为了标榜

自家学说，或攻乎异端，非议其他学派的思想家，

如《墨子》在《非儒》、《公孟》、《耕柱》等篇激烈地

攻击儒家学说。《孟子》则激烈抨击杨朱、墨翟，

宣称要“距杨、墨，放淫辞，正人心，熄邪说”。《荀

子·非十二子》及《成相》、《解蔽》、《儒效》诸篇

多抨击其他思想家。汉代初期的某些儒家学者，

往往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上，自以为是，而以他家

为非，甚至将儒家以外的某些学说斥责为“饰邪

说，文奸言，以乱天下”。如韩婴《韩诗外传》卷四

云：“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

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

雎、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
!

、邓

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泽，闻见杂博，

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

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

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

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

罪也……仁人将何务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则仲

尼之义，以务息十子之说。如是者，仁人之事毕

矣，天下之害除矣，圣人之迹著矣。”②汉武帝时群

臣之对策、奏议中亦往往对儒家以外的思想学说

持贬斥态度。如董仲舒在对策中宣扬：“《春秋》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

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

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

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

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

矣。”③到西汉后期，朝廷重用儒生，儒家经学受到

空前的尊崇，某些人物往往将儒家之外的其他学

说视为异端，予以斥责，著名文士扬雄和权臣王凤

可谓代表。

扬雄站在崇孔尊经的立场上，步孟子之后尘，

好攻乎异端，对战国诸子尤其是法家、纵横家，往

往表现出轻视或反感的态度，如其《法言·学行》

云：“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

（按指儒家之外的各家学说）之小也。”《法言·吾

子》云：“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

圣”；“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

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或问：‘公孙

龙诡辞数万以为法，法欤？’曰：‘断木为棋，?革

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

也。观书者譬诸观山及水，升东岳而知众山之逦

?也，况介丘乎？浮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况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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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乎？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

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

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法言·

五百》云：“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

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法言·问道》云：

“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因此，他要像孟子那

样，辟邪说，维护经学的权威并保持儒家思想的纯

洁性，故唐刘知几《史通·自叙》概括《法言》写作

缘起云：“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

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

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①

在西汉后期空前浓重的尊经观念弥漫之时，

子书的传播受到抑制。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事例

为东平王刘宇上疏求阅诸子书而被朝廷所拒绝。

《汉书》卷八十《东平思王刘宇传》记述云：

　　（宇）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
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

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

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

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

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

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

!

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

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

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

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

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对

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②

《汉书》卷一百《叙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谓其

时诸子之书藏于秘府，非皇帝亲近，不能与目，或

欲辗转借阅，亦难以遂愿。

另一方面，战国至西汉子书诸学派，较明显地

呈现相互吸纳或兼容的趋势。如《墨子》之《修

身》、《亲士》、《所染》等篇，观念与儒家同；其《经

上下》、《大小取》、《经说上下》则同乎名家言；

《备城门》诸篇，则为兵家言。《管子》杂糅诸家思

想，其中《任法》、《明法》、《正世》等篇为法家言；

《牧民》、《形势》等篇杂糅道家、法家学说；《君臣

上下》多道家、法家言，杂糅儒家言；《兵法》、《地

图》、《参患》、《制分》多兵家言；《霸言》杂糅纵横

家言；《四时》、《五行》为阴阳家言；《地员》、《轻

重》则多为农家言。《荀子》的思想，虽以儒家为

主导，但已融入不少法家观念，具有较浓的以儒统

法的特征。汉初陆贾《新语》在高扬儒家德教仁

政思想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吸收了

其他学派的思想，尤其是黄老道家贵柔及清静无

为的思想。如：“故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

长，躁疾者为速厥，迟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

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

强。”（《新语·辅政》）“夫刑重者则心烦，事众者

则身劳；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身劳者则百

端回邪而无所就。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

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

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新语·至德》）“道

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

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

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新

语·无为》）这种思想适应了休养生息、安定社

会、发展经济的时代要求。其后的贾谊等远承荀

况学说，在治国思想上，主张以儒家礼乐教化为

主，兼采百家之学，如叔孙通制订朝仪以尊君卑

臣，贾谊主张众建诸侯以少其力，黄老之学中的政

略治术和法家思想得以结合；董仲舒建议罢黜百

家、表彰六经，同时吸收韩非等法家人物的尊君卑

臣思想。

相对而言，对诸子学说态度尤为宽容，议论较

为通达的是某些黄老道家思想浓重的人士。刘安

堪称代表。《淮南子·?真训》：“百家异说，各有

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

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

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此

为通达之论，对各家思想自以为是而排斥异己的

狭隘观念有所批评，《淮南子》博采兼容百家学

说，便是对此种“自以为独擅之”的狭隘观念的自

觉矫正。又《淮南子·?论训》云：“百川异源，而

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齐

俗训》谓诸子百家思想观念虽有差异，但皆与大

１６

①

②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２９１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３３２４－３３２５页。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道相合，犹如丝竹金石虽有不同的曲调，但皆不失

为音乐：“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也。

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

体。”此种思想对葛洪《抱朴子》等魏晋著述有较

深刻的影响。《淮南子》一书以黄老道家的思想

较为浓重，此外也杂糅儒家、名家、法家、兵家等诸

家思想。《原道训》、《?真训》、《览冥训》、《精神

训》、《本经训》、《道应训》、《诠言训》等篇多为道

家言，《主术训》、《缪称训》、《?论训》、《修务训》

等篇多杂糅法家、儒家思想，《兵略训》则富于兵

家言。《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述六家要

旨，其述道家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

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

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此道家已非先

秦的道家，而是汉代杂家化了的道家，《淮南子》

正属这种性质的著述，故《汉书·艺文志·诸子

略》将《淮南子》列于“采儒墨，合名法”之杂家类。

汉武帝刘彻乃深谋远虑、雄图大略之君，他虽推重

儒术，但同时也能兼容百家之学。《史记·龟策

列传》太史公曰：“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

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

为右，无所阿私。”武帝所延揽之士，包括熟悉道

家、法家、纵横家、杂家及阴阳、五行、术数等各种

思想的人才；在他的提倡下进行的图书文献整理

中，许多经传诸子著述得到保存，《汉书·艺文

志》序云：“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

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书

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西汉后期刘氏宗室之著名思想家刘向，虽对

诸子书难免有不满之词，但其总体上对待诸子的

态度较为宽容。他和儿子刘歆在整理诸子群书

时，对各家思想之长处和短处进行了较为客观、公

允的概括，强调从诸子书中吸取思想营养以充实

儒家学说。刘向以为诸子书对于治道各有所益，

蕴含符合经义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他对诸子著

述予以肯定。其《管子书录》云：“《管子》书，务富

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晏子书录》

云：“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其书六篇，皆忠谏

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列

子书录》云：“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

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申子书录》、

《韩子书录》称法家人物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归

其本于黄老”；评法家的刑名之术云：“循名以责

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也”。《战国

策书录》评纵横家人物云：“皆高才秀士，度时君

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

喜，皆可观。”其《说苑·善说》，不仅引用《鬼谷

子》中语，而且颇为认可苏秦、蒯通等纵横家人物

的善于言辞，云：“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

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安，

蒯通陈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

身、安国、全性者也。”刘向父刘德少修黄老之术，

有智略，刘向受其影响，故对黄老道家思想有颇为

深刻的把握，上引《列子书录》即为显例。据《汉

志》著录，刘向撰有《说老子》四篇，是为汉代出现

较早的专门研究老子思想的著述。刘向所撰《说

苑》二十篇，以《君道》为首，借助历史故事传说，

宣扬人君清静无为之旨；其他篇如《政理》亦有强

调老子清静无为之治道的内容。刘歆《七略·诸

子略》以儒家为首，以下分列道、法等九家，并为

十家，主张兼采各家思想之长，以充实完善儒家的

治国方略。有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

虑，以明其指，虽有弊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

流裔。”“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

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

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①这

鲜明地流露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来博采统摄诸子

思想精华的开放包容的学术观念。他在解说杂家

的产生及其特点时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

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

心。”这里指出了杂家的兼容并包的特质。所谓

“兼儒、墨，合名、法”，只是就大概而言，实则杂家

还兼容了儒墨名法之外的思想，如《吕氏春秋》、

《淮南子》的道家思想就相当浓重，还杂糅了兵

家、农家及阴阳家的思想。

二、东汉至魏晋士人学派意识的淡化

东汉以来士人对诸子典籍的认同程度，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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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西汉。这主要表现在西汉尤其是西汉中后期

士人对诸子典籍的态度是以儒家统摄诸子，站在

儒家的立场上吸收诸子的某些思想成分，以达到

为我所用的目的，其中渗透了尊崇儒家的学派意

识。而东汉的某些子书作者在写作时则往往淡化

或缺乏这种尊崇儒家的学派意识，如王充《论衡》

就是如此。《论衡》中当然有儒家思想，但王充并

未以之为尊，刘知几《史通·自叙》概括《论衡》之

创作缘起云：“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

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癥牾，自相

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①乃至书中有《问

孔》、《刺孟》之篇。书中除儒家思想外，黄老道

家、法家及墨家思想也皆有所流露，故《隋书·经

籍志》列于杂家，这与王充学术视野开阔，思想上

较少拘束，说理不主于一家，而注重博采兼取百家

的学术趣味，是密不可分的。东汉中后期作家直

接继承了王充的理性色彩和批判精神，作品内容

由疾虚妄而转向关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思想则

由杂取众家取代独尊儒术。王符、崔萛、仲长统或

被称为汉末三子，他们的生活年代较接近，在思想

渊源上，对诸子百家皆持兼容并包的态度，但在

《隋书·经籍志》著录中三书却非同类，王符《潜

夫论》列于儒家，崔萛《政论》列于法家，仲长统

《昌言》列于杂家。原因何在？我以为在于三家

书的主导思想有所差异。相对而言，《政论》中流

露的法家思想更浓重一些；《昌言》思想较为驳

杂，主导倾向不明显；《潜夫论》的儒家思想虽浓

重一些，但并非专尊儒术，故清汪继培《＜潜夫论
笺＞序》云：“王氏精习经术，而达于当世之务。
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切时势，令今可行，不

为卓绝诡激之论。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

商刑名、韩子杂说，未为醇儒。”②又如王逸《正部

论》八卷，梁代书目及后来的《隋书·经籍志》皆

列于儒家，但与王符《潜夫论》相似，其书亦杂糅

一些法家观念，如：“明刑审法，怜民惠下，生者不

怨，死者不恨。谚曰：‘政如冰霜，奸宄消亡；威如

雷霆，寇盗不生。’”③以博学著称的经师马融，其

治学不仅局限于儒家典籍，还涉及《老子》、《淮南

子》等。其《长笛赋》描摹音乐形象，善用先秦诸

子及其他人士作比拟，其中有“孔、孟之方”、“老、

庄之概”、“随、光之介”、“诸、贲之气”、“管、商之

制”、“申、韩之察”、“范、蔡之说”、“皙、龙之惠”

等，亦可见子书知识系统在马融心目中占据重要

地位。

汉魏之际以降，治学不主常师、思想兼收并蓄

成为人们更加自觉的追求。广大士人无论在学术

领域还是在为人处世方面，对于诸子思想往往持

包容的态度，而以会通儒道为其鲜明特色；某些统

治者在政略治术上对各家思想的取舍，也表现了

不拘一格、随时调整的博采兼容态势。

建安年间佚名《＜中论 ＞序》述及徐的治
学态度及学术理想，明确指出其转益多师和博采

众家之长的取向，有云：“君子之达也，学无常师。

有一业胜己者，便从学焉，必尽其所知而后释之；

有一言之美，不令过耳，必心识之。志在总众言之

长，统道德之微，耻一物之不知，愧一艺之不克。

故日夜??，昃不暇食，夕不解衣，昼则研精经纬，

夜则历观列宿。考混元于未形，补圣德之空缺，诞

长虑于无穷，旌微言之将坠，何暇鬎小学，治浮名，

与俗士相弥缝哉！故浮浅寡识之人，适解驱使荣

利，岂知大道之根？”④这段话的关键词为“学无常

师”、“总众言之长”，强调了徐在治学旨趣上不

为名利驱使，以义理的探究为本，以章句之学为

末。此外，刘陶兼治经学、子学，著数十万言，又撰

《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等，对先秦儒、道、

法诸家学说予以评论，显示了学术的会通。高诱

不仅注释《孟子》、《孝经》，还注释《吕氏春秋》和

《淮南子》等杂家书。三国时期不少学者道家、儒

家兼治。《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肃传》注引

《魏略》记载董遇事迹曰：“遇字季直，性质讷而好

学……明帝时，入为侍中、大司农。数年，病亡。

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

传》，更为作朱墨别异。”卷五十七《吴书·虞翻

传》载，虞翻好学，研习五经，并及《老子》。王昶

治学注重经世济物，精于儒家的治道以及行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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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２９１页。
［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４８７页。
［唐］马总撰、王天海校注：《意林校注》，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８７页。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１３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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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兵家之学。《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王昶

传》载其在魏明帝时期的著述情况云：“昶虽在外

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

大厘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

也。乃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

篇，又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青龙中奏

之。”此迥异于汉儒之重视章句训诂的学术路径。

在为人处世方面，王昶则显示了非常鲜明的会通

儒道的特色，本传载其《诫子侄书》云：

　　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
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

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

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

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

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

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贵声

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

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

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

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

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

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

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

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

违越也。①

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士人遵循的为人处世原

则，主要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影响，其他诸子学派的

影响则难以与儒道二家之学相抗衡，大体上处于

陪衬的地位。又《晋书·儒林传》记述儒家学者

徐苗的事迹，同时揭示其平生著述行事有浓重的

道家气息，可谓儒道兼综的代表人物：“（苗）作

《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

数万言。永宁二年卒，遗命濯巾瀚衣，榆棺杂
"

，

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此犹西汉道家信徒杨

王孙之志也。某些佛教学者在治学上也往往会通

儒道。如释惠皎《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载，释

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

魏晋统治者的执政思想往往具有明显的兼容

性质。此以曹操和东晋前期君臣为例。曹操是一

个非常清醒而成熟的政治家，他之为政，儒法兼

容，刑礼并用，既重才智，也不忽弃德行，贵在适应

形势变化有所调整而已。《三国志》卷一《魏书·

武帝纪》及裴注载，建安八年夏，他下令有曰：“治

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同年秋，他又令曰：“丧

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

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

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

有以益于天下。”②对荀尊崇儒家文教的建议，

他有积极的回应，《三国志》卷十《荀传》裴松之

注引《荀别传》载云：

　　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尝言
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

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今公外定武功，

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

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

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

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

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

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

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

王道两济。”从容与太祖论治道，如此之类

甚众，太祖常嘉纳之。③

晋代人对曹操思想的评价，时见歧异。或强

调其推重法家的一面，如为学界经常引用的西晋

初傅玄所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的评

价。另一方面，关于强调其重视儒学教化方面的

评价亦不鲜见，如东晋重臣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

颁布教令，在强调礼乐教化之重要性的同时，特意

将曹操视为典范人物予以表彰。文云：“自胡夷

交侵，殆三十年矣……季路称摄乎大国之间，加之

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为之三年，犹欲行其义方。

况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礼乐，敦明

庠序，其何以训彝伦而来远人乎？魏武帝于驰骛

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

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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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７４４－７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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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①合而观之，可见曹操主持军政事务，并非拘

于某家思想，而是根据局势变化，随时调整，不拘

一格，多方吸纳。他的某些看似极端的言论，仅是

在不同的形势下，或特殊的语境中，不得不有所强

调、有所偏重的产物。明乎此，作为后世学理性的

评价，当然不可以偏概全。傅玄、庾亮的言论，皆

带有在特定的语境下的强调某方面的性质，并非

全面之论。

东晋为老庄思想盛行的时代，但也不乏信奉

申韩之术的记载。《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载，

晋元帝司马睿要求太子司马绍学习申韩之术，并

以《韩非子》授太子，庾亮认为“申韩刻薄伤化，不

足留圣心”。而庾亮后来在以帝舅身份辅政时，

则出现法家的倾向，因此受到某些士族人物的不

满。本传云：“先是，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亮任

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其弟庾冰与之近似，同

卷附传曰：“是时王导新丧，人情?然。冰兄亮既

固辞不入，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

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

贤相。初，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

魏晋人的诸子观，学派意识普遍淡化，当时社

会思想虽然极其活跃，但已罕见先秦时期各学派

间相互争鸣的盛况。有关著述往往扬长避短，求

同重于存异，糅合大于排斥，会通多于分化，吸纳

胜于抗衡。此即徐所谓“总众言之长”，陆云所

谓“思乐百氏，博采其珍”。魏晋之际子书重要作

家傅玄，今存其子书辑本《傅子·补遗上》有云：

“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

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

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

九家殊务，各有其长，非所为难也。”“见虎一毛，

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

不见本也。”②指出道、儒、纵横诸家或“言自然而

贵玄虚”，或“言分制而贵公正”，或“言权宜而贵

变常”，皆有其所注重的话语体系，皆有所优长。

在此基础上，傅玄对拘于某家、自以为是、各执一

偏的狭隘观念表示了不满，这可谓当时子书博采

会通之著述趋向的明确表白。

东晋人的诸子观，袁宏有一定的代表性，其

《后汉纪》卷十二《章帝纪》论曰：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诸子之言纷然散乱，太史公谈判而定之以为

六家，班固演其说而明九流。观其所由，皆圣

王之道也。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夫物

必有宗，事必有主，虽治道弥纶，所明殊方，举

其纲契，必有所归。寻史谈之言，以道家为

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二家之说，未知

所辩。

尝试论之曰：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非君

道如何情动，动而非已也。虚无以应其变，变

而非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以一人，即精

神内竭，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

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

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

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也。

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

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

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

兼善也。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

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

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

其用，其可知也矣。

夫大道行则仁爱直达而无伤，及其不足

则抑参差而并陈。患万物之多惑，故推四时

以顺，此明阴阳家之所生也。惧天下扰扰，竟

故辩加位以归真，此名家之所起。畏众寡之

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杀，此法家之所兴也。虑

有国之奢弊，故明节俭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

也。斯乃随时之迹，总而为治者也。后之言

者，各演一家之理以为天下法，儒、道且犹纷

然，而况四家者乎？③

袁宏认同司马谈、刘向、刘歆及班固对于诸子

百家予以“支流区别”，进行学术归宗的方式，并

对司马谈与班固不同的学术旨趣予以辨析，指出

司马谈“以道家为统”，班固“以儒家为高”。他对

司马谈和班固的观念皆有所吸收，既推崇黄老道

家无为而治的人君南面之术及政治理念，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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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南朝梁］沈约撰：《宋书》卷十四《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３６３－３６４页。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１７３７－１７４０页。
［汉］荀悦、［晋］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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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运作中的效用，故以“道明

其本，儒言其用”来概括儒道关系，其思想具有儒

道合流的特征。儒、道二家之外，袁宏还论及阴

阳、名、法、墨四家，但他不同于前人之关注对各家

长短得失的较量，而是揭示各家产生的原因，认为

四家之所以产生，皆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以此

而推，阴阳、名、法、墨诸家，虽思想内容有异，但皆

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在此基础上，袁宏对仅

看重某家，并欲推演某家之理以为天下法者，颇不

以为然。其中流露的观念甚为弘通，显示了不拘

执于一端的开放的学术胸襟。

这种观念明显地表现在晋代子书创作上，兹

以学界较少关注的晋代两部道家子书为例。先秦

道家典籍《老子》和《庄子》，排斥儒、法诸家的观

念显而易见，但晋代道家子书，则往往异于是。如

孙绰《孙子》（或称《孙绰子》），《隋志》著录十二

卷，列于道家。其书今存少量佚文，其中流露的思

想，包括道家的无为、儒家的仁义、名家的循名责

实、法家的法治等，可见孙绰《孙子》以道家为主

而融合诸家的性质。苏彦《苏子》，原有七卷，《隋

志》列于道家，已佚。佚文略见于唐马总《意林》、

宋李窻《太平御览》等书，其思想或有同于《庄子》

者，如宣扬无用获全、有用获残之理，蔑视世俗的

荣华富贵观念；或抨击周、秦之管叔、蔡叔、赵高，

斥其覆国残家、禽兽不如，与《庄子》的愤世嫉俗

也有相通之处。但也有与先秦道家大异其趣的，

如先秦道家轻儒斥法，而此书则肯定儒、法典籍：

“立君臣，设尊卑，杜将渐，防未萌，莫过乎《礼》；

哀王道，伤时政，莫过乎《诗》；导阴阳，示悔吝，莫

过乎《易》；明善恶，著废兴，吐辞令，莫过乎《春

秋》；量远近，赋九州，莫过乎《尚书》；和人情，动

风俗，莫过乎《乐》；治刑名，审法术，莫过乎《商》、

《韩》。”①可见与孙绰《孙子》相似，苏彦《苏子》认

同道家思想，但并不排斥他家思想，具有明显的兼

容性。其根源在于作者学派意识的淡化。

三、博涉为贵的士林风尚与子书内容的兼容

东汉以来，士林中盛行博涉群籍的风气。东

汉前期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为王充。《后汉书》卷

四十九《王充传》载，王充年轻时“家贫无书，常游

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

百家之言。”王充后来在写作中高度评价博览群

籍并能独立思考而著述子书者。《论衡·别通

篇》有云：“颜渊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为

博矣。颜渊之曰博者，岂徒一经哉？不能通五经，

又不能博众事，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

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其谓一经是者，其宜

也。”“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

否……儒生不博览，犹为闭暗。”《论衡·超奇

篇》：“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

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

结篇章者为鸿儒。”在王充心目中，最轻视那些不

好博览而仅能因循师传解说一经的儒生，最推重

那些博学通览且善于独立思考而能撰作子书的人

物。东汉后期郑玄，谈论及著述既博且通。《后

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载其自青州到冀州，“时

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

后至，乃延升上座。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

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

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

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若非平

时博涉群籍，对有关知识了然于胸，何能在宴会上

即兴论辩，应对自如？另一著名学者应劭的知识

构成颇为驳杂，《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传》称劭

“博览多闻……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

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其他士人博

涉通览的嗜好，《后汉书》亦多有记载，如卷二十

八上《桓谭传》载，桓谭“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

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卷三

十上《苏竟传》载，苏竟善图律，能通百家之言。

卷四十上《班彪传附子固传》载，班固“年九岁，能

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

不穷究”。卷五十二《崔
#

传》载，崔
#

“年十三能

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

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卷六十下《蔡邕传》载，蔡

邕“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

妙操音律”。卷六十二《荀爽传》载，荀爽父荀淑

“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

６６
①［宋］李窻等撰：《太平御览》卷六百零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２７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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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里称其知人”。卷六十四《延笃传》载，延笃“从

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

京师”。

魏晋社会思想更为活跃，人们的治学视野进

一步拓展，“博学而不好章句”成为士林中较普遍

的治学趋向。他们对于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已

不似前代儒生那样热衷而趋之若鹜，而转为崇尚

博通，注重义理的阐发。此种治学兴趣及学术动

向，建安文人徐在《中论·治学篇》有明确的表

白，云：“故君子……言不苟出，必以博闻……圣

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学者所以总群道也。群

道统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凡学

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

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务于训诂，摘

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

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①其他的有关

记述中，“六经”、“百氏”往往并列，成为时人博学

广览的代称。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述及汉魏

之际荆州地区学术兴盛一时，学人云集，学术研讨

范围广泛：“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负书荷器，

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遂训六经，讲礼物，谐

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

矣。”②曹丕《与吴质书》忆及他与建安诸子在一起

的学术和娱乐活动：“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

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鸉间设，终以六博，

高谈娱心，哀筝顺耳。”《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

引王沈《魏书》称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

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曹丕《典论》

内容富赡，集中体现他崇尚博通的治学追求。曹

植学识广博，才艺超群，极受时人赞赏。《三国

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载，邯郸淳

依附曹操后，因博学多才，颇受敬异。操遣淳侍奉

曹植，植得淳甚喜，“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

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

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

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

植之才，谓之‘天人’”。邯郸淳赞叹曹植，既在于

他潇洒的谈吐风度，更在于他异常广博的学识。

其他博涉通览或擅长著述的人物，也多见于魏晋

史籍记载。如《三国志》卷三十八《蜀书·秦宓

传》载，李权明确提出“君子以博识为弘”的观念：

“先是，李权从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从横，

用之何为？’权曰：‘仲尼、严平，会聚众书，以成

《春秋》、《指归》之文，故海以合流为大，君子以博

识为弘。’”卷五十三《吴书·薛综传附薛莹传》

载华?上书，言及对博览群籍且擅长撰作之士的

重视：“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

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会稽虞翻以博学著称，且善于辞令，有纵横家风

神。《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注引《江

表传》载，孙策创业时期，曾遣虞翻游说豫章太守

华歆，翻游说成功。孙策敬重虞翻的重要原因在

于虞翻具有“博学洽闻”的高超素质，并希望他到

中原之许都一展风采，以反击、破除某些中原人士

所谓江南士人“学问不博”的成见。

《晋书》也多有士人博涉而好著述的记载。

如卷三十三《郑冲传》载，郑冲“起自寒微，卓尔立

操，清恬寡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

言”。卷三十四《羊祜传》载，羊祜博学能属文，善

谈论，撰有《老子注》。卷五十一《皇甫谧传》载，

皇甫谧贫而好学，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以著书为

务，自号玄晏先生。同卷《挚虞传》载，挚虞“少事

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又同卷《束皙传》

载，束皙才学博通，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

记》、《晋书》纪志，遇乱亡失；其《五经通论》、《发

蒙记》、《补亡诗》、文集数十篇，行于世。卷七十

五《范汪传》载，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卷八

十二《习凿齿传》载，习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

闻，以文笔著称”。同卷《徐广传》载，徐广家世好

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数术无不研览”。卷九

十一《杜夷传》载，杜夷“少而恬泊，操尚贞素……

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皆在

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晋人以博涉为贵的治学取向。

博览是学术兴趣、学术视野的拓展，同时也预

示着学术方向，所涉博通经史百家之言的魏晋人

物，往往撰有子书。他们之博通经史百家之言，不

仅为其子书写作积累了素材，而且直接决定了其

子书的内容。魏晋子书作家学派意识较为淡薄，

７６

①

②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６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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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著述富于兼容性，在很大程度上缘自推重博通

的时代风尚。如袁宏所言，诸子百家之言，其思想

不免差异，但宗旨皆在于“为治”，皆有其不朽的

社会价值，因而不可推演一家之理以为平治天下

的法则，故探讨政略治术，须不拘一格，博采百家

思想。博采的前提是博览，博览的前提是对知识

和学术的敬畏。晋代子家巨擘葛洪博学洽闻，对

知识和学术满怀敬畏，对不学无术深恶痛绝，其

《抱朴子外篇·疾谬》抨击汉末以来中原社会失

礼放诞、不学无术的不良现象，其中对不学无术之

人的虚伪情状有入木三分的揭露，“若问”一节，

尤写得淋漓酣畅、栩栩如生。有云：

　　若问以《坟》、《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
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庙之大礼，

郊祀?舉之仪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阴阳律历

之道度，军国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异同，

则恍悸自失，喑呜?仰，蒙蒙焉，莫莫焉，虽心

觉面墙之困，而外护其短乏之病，不
"

谧已，

强张大谈曰：“杂碎故事，盖是穷巷诸生，章

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

识，不足以问吾徒也。”①

葛洪所胪述的知识范围很广，既含政略治术、

军事谋画，也有礼仪制度、天文历数，还有地理博

物、鬼神情状等等，已远远超越传统儒家知识分子

的知识领域，而显示出一种鲜明的博涉化、知识化

的价值评判态度和立场。《抱朴子内外篇》内容

之富赡，作为子书前所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

作者空前自觉的博涉群籍而兼容并蓄的治学观

念。

Ｏｎｔｈ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ｍｏｎｇＷｏｒｋｓ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Ｈ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Ｊｉｎ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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